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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以父母劳动力“去商品化”程度、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程度

构建分析框架，使用 ＥＵ⁃ＳＩＬＣ 数据分析欧洲 ３１ 国儿童照顾现状。 本文发

现，北欧各国去家庭化程度最高，非正规照顾处于边缘；东欧各国去家庭化

程度最低，以非正规照顾为主。 父母劳动力性质、各国福利体制、性别平等

指数等对非正规照顾程度存在一定影响。 在国家和市场尚不能提供充足正

规照顾资源的中国，儿童非正规照顾应受到重视和支持，使其与儿童正规照

顾、父母照顾相互支撑，共同成为支持生育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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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大量托幼机构和学校关闭，再加上家庭①之外的儿

童照顾难以获得（ＯＥＣＤ，２０２１ａ），儿童照顾和供给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 事实

上，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欧洲②福利国家照顾供需之间的缺口，也即照顾赤字

便迅速增加（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１９９５）。 随着欧洲各国母亲就业率的持续上升（ＯＥＣＤ，
２０２１ｂ），双薪家庭模式逐渐取代了男性养家糊口模式（Ｌｅｗｉｓ， ２００１），家庭的时

间结构被重塑（Ｌｅｒｉａ，２００２），照顾工作只能转移到家庭之外（Ｆｒａｓｅｒ， ２０１６），“家
庭化”照顾不再理所当然（Ｂｅｃｋ，１９９２）。 男性赚钱养家、女性提供家庭照顾、国

９６

①

②

在欧洲的家庭政策和家庭研究话语中，“家庭” （ ｆａｍｉｌｙ）指的都是核心家庭，只包括夫妻和未成年子

女。 欧盟、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和欧洲各国的家庭政策所指向的家庭也都是核心家庭。 因此，本文论述

中的“家庭”指的也是核心家庭，（外）祖父母都是亲属而不是家庭成员。
因为数据的限制，本文定义的欧洲包括现在欧盟 ２７ 个国家，加上北欧的冰岛和挪威，以及西欧的英国

和瑞士；不包括东欧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南欧的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马
其顿、黑山、安道尔、圣马力诺和梵蒂冈以及西欧的摩纳哥和列支登士敦。



家通过福利支撑家庭的战后现代福利国家制度已趋于瓦解（Ｆｒａｓｅｒ，１９９４）。 有

研究者寄望于家庭价值的复苏，试图推动照顾的“再家庭化” （Ｄａｌｙ ＆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００），但更多研究者提出应修订社会政策，出台更多支持育儿的政策，推动儿童

照顾的“去家庭化”（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根据埃斯平 －安德森的理论，照顾的“去家庭化”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

“公共化” （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 一个是 “ 市 场 化 ” （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 （ Ｅｓｐｉｎｇ⁃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５１）。 此外，他也提及了祖父母提供的儿童照顾，称之为“家户

内部的去家庭化”（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９：６２）。
这种包括亲属关系在内的通过社会关系来分担照顾责任的去家庭化儿童照顾

（Ｚａｇｅｌ ＆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２１），就属于儿童“非正规照顾”（Ｂｒｙ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本文从欧洲各国儿童非正规照顾使用现状和差异入手，分析了儿童非正规

照顾的国家类型，基于本文构建的欧洲各国儿童照顾“家庭主义 ／去家庭主义”
理想类型，考察了儿童非正规照顾对“去家庭化”儿童照顾和整体儿童照顾安排

的作用。 在讨论了儿童非正规照顾和父母劳动力“商品化”相关性、分析了可能

影响因素之后，本文将讨论欧洲经验为中国儿童照顾安排提供的借鉴和启发。

二、分析框架：去家庭化和儿童非正规照顾

（一）儿童照顾的构成：父母照顾、正规照顾和非正规照顾

以核心家庭为边界，儿童照顾分为家庭内的父母照顾以及家庭外的正规照

顾（ｆｏｒｍａｌ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非正规照顾（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这里的“非正规照顾”是
相对于“正规照顾”“规制照顾”“注册照顾”而言的，也就是说，这些儿童照顾不

在国家出于照顾品质监控、儿童保护或者税收等目的设立的相关制度的管制之

下（Ｒｕｔｔｅｒ ＆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１１；Ｂｒｙ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儿童非正规照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儿童通过社会（亲属）关系，比如祖

父母、其他亲属、邻居、朋友或者社区育儿团体等获得照顾；一部分是由市场中未

注册的照顾者提供的照顾，这些未注册的照顾者包括居家照顾的临时保姆、
（非）住家保姆、家庭托育机构和私人寄养等。 前者不一定无偿，后者需付费，但
费用相对低廉（Ｒｕｔｔｅｒ ＆ Ｅｖａｎｓ，２０１１；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ａ）。

现有的有关儿童照顾的跨国比较研究多关注儿童正规照顾，特别是国家提

供的公共化儿童正规照顾，这是福利国家比较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Ｅｓｐｉｎｇ⁃

０７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２． 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０， １９９９；Ｇａｕｔｈｉｅｒ，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Ｋｒöｇｅｒ， ２０１１； Ｍｉｌｌ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Ｌｏｈｍａｎｎ ＆ Ｚａｇｅｌ， ２０１５； Ｚａｇｅｌ ＆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２１）。 非正规照顾的研究多集中于

老年人照护，有关儿童的相对较少（Ｇｈｙｓｅｌｓ， ２０１１； ＥＩＧＥ，２０２０），且主要集中于

特定国家（Ｒｕｔｔｅｒ ＆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１１）。

（二）儿童照顾“去家庭化”趋势及多元主体构成

要讨论儿童非正规照顾，需厘清儿童照顾中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

复杂关系，“去家庭化”①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Ｚａｇｅｌ ＆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２１）。 当

家庭照顾无法满足儿童照顾的需求时，或者当儿童成为准公共产品 ／社会投资品

时，儿童照顾就走出了私领域，成为一种由多元福利主体共同提供的产品。 这些

多元主体除了国家和市场，还有祖父母等亲属（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６２ － ６４）
以及社会关系（Ｚａｇｅｌ ＆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２１）。

本文所说的儿童照顾“去家庭化”，指的是在父母 ／家庭之外，不同的福利生

产主体（国家、市场和社会）分担儿童照顾责任（Ｌｏｈｍａｎｎ ＆ Ｚａｇｅｌ，２０１５）。 这个

定义拓展了埃斯平 －安德森的福利生产主体，新纳入的“社会”这个福利生产主

体和（部分）市场主体构成了儿童非正规照顾的供给主体。
总的来说，在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的路径中，国家是“公共化”，市场是“市

场化”，社会是“社会化”。 这些儿童照顾供给的多元主体常常是以不同组合方

式存在的，形成不同的福利多元组合（ｗｅｌｆａｒｅ ｍｉｘ）（Ｒｏｓｅ，１９８６）。 “公共化”的儿

童照顾供给措施更加明确，也更容易测量，因此在对各国的儿童照顾“去家庭

化”状况进行跨国比较的时候，大多数研究关注的都是这种照顾模式（Ｌｏｈｍａｎｎ
＆ Ｚａｇｅｌ，２０１５），而对于市场化的正规照顾和非正规照顾研究相对较少。

（三）去家庭化视角下的儿童非正规照顾分析框架

“去家庭化”概念源于对劳动力“去商品化”概念的批评，埃斯平 － 安德森用

这两个并行的概念重新构造了福利国家体制分析框架：“去家庭化”意味着独立

于家庭，讨论女性和福利国家的关系；“去商品化”意味着独立于市场，讨论男性

和福利国家的关系。 但伴随着母职的现代化和父职的家庭化，母亲劳动力“商
品化”和照顾“去家庭化”同步，而父亲劳动力“去商品化”和照顾“家庭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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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英文 学 术 界， “ 去 家 庭 化” 或 写 作 “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ｓｔｅｒ， １９９４ ）， 或 写 作 “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 Ｇｌｅｎｄｉ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４），含义相近，大多数学者将两个词混用。 本文把这两个词统一翻译

成“去家庭化”。



步，两性生命历程开始同化（Ｍｏｓｓ ＆ Ｄｅｖｅｎ，２０００）。 因此，在分析父母和福利国

家的关系时，“去商品化”和“去家庭化”总是放在一起讨论。
本文用“商品化 ／去商品化”和“家庭化 ／去家庭化”两组概念构建了表 １，展

示了在父母劳动力的不同性质之下，儿童照顾中家庭、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

责任分担模式。 这里的概念是埃斯平 － 安德森的概念的简化和拓展：父母劳动

力的“商品化”是指用劳动力换取工资或某种形式的报酬；“去商品化”指劳动者

无需工作，福利国家提供收入补偿（津贴）。 儿童照顾的“家庭化”指父母提供照

顾，国家通过儿童津贴或者亲职假等政策来支持父母在家照顾孩子（Ｌｅｉｒａ， ２００２）。

　 表 １ 福利国家中儿童照顾的制度安排和照顾结构

父母劳动力的性质

商品化 去商品化

儿
童
照
顾

家庭化

去
家
庭
化

社会化

公共化

市场化

去家庭化照顾（主）
父母照顾（次）

父母照顾：国家提供亲职假 ／
育儿津贴，父母提供照顾

非正规照顾：国家提供照顾者津贴，祖父母（亲属） ／
朋友 ／ 邻居 ／ 育儿小团体 ／ 社区等提供照顾

正规照顾：公立儿童托育体系

非正规照顾：国家提供家庭 ／ 育儿津贴，未注册的各
类保姆或机构等提供照顾

正规照顾：国家提供家庭 ／ 育儿津贴，注册的各类保
姆或机构提供照顾

父母照顾（主）
去家庭化照顾（次）

　 　 资料来源：根据 Ｌｅｒｉａ， １９９４： Ｔａｂｌｅ １， ２００２：Ｔａｂｌｅ ２. １ 整理扩展而得。

如果父母的劳动力处于“去商品化”状态，儿童照顾可以通过“家庭化”的父

母照顾实现。 父母劳动力的去商品化一般是不同步的，更多是母亲在家照顾儿

童（Ｔｏｒｅｌｌａ ＆ Ｍａｓｓｅｌｏｔ，２０２０：１３），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更多地被概念化为女性的困

境，男性选择退出儿童照顾的权利不会受到质疑（Ｌｅｉｒａ， ２００２）。 福利国家提供

育儿津贴或者较长但津贴额度较低的假期来支持家庭化儿童照顾 （Ｌｏｈｍａｎｎ ＆
Ｚａｇｅｌ，２０１５） 。

如果父母的劳动都“商品化”了，儿童照顾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去家

庭化”照顾：要么是“社会化”的由祖父母等亲属 ／社会关系或“市场化”的未注册

的各类保姆或机构提供的非正规照顾；要么是由“公共化”的国家或“市场化”的
注册的各类保姆或机构提供的正规照顾。 国家除了直接成为去家庭化照顾的福

利供给主体之一，还能够通过政策介入其他主体提供的照顾供给：或是提供家庭

育儿津贴来帮助家庭分担成本，或是提供照顾者津贴来鼓励照顾供给。

２７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２． ４



“商品化 ／去商品化”和“家庭化 ／去家庭化”测量的是程度的深浅，而不是

“是”或“否”。 因此，父母劳动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总是混合着的，儿童照顾的

家庭化和去家庭化也是混合的。 儿童照顾经常是父母照顾、正规照顾和非正规

照顾并行，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的儿童照顾相互支撑，共同满足儿童照顾的需求。
只是在父母劳动力的不同状况下，有不同的主次组合模式。

在国家层面上，支持儿童照顾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的政策共同作用，塑造了家

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儿童照顾国家理想类型 （Ｌｏｈｍａｎｎ ＆ Ｚａｇｅｌ，２０１５）。 而包

括非正规照顾在内的两种不同取向的儿童照顾结果更加清晰地展示了这些理想

类型中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和作用。

（四）数据来源

在有关去家庭化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很多研究的测量指标都是“制度（政
策）指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但在测量儿童或老人的照顾供给时，研究者

多倾向于用“结果指标” （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来描述儿童或者老人照顾状况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Ｌｅｉｔｎｅｒ， ２００３； Ｓａｒａｃｅｎｏ ＆ Ｋｅｃｋ， ２０１０）。 因数据所限，
特别是儿童非正规照顾无法用政策变量来测量，本文讨论欧洲各国儿童照顾安

排时将使用结果指标，也即“使用特定的照顾模式的儿童有多少”来测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欧洲统计局的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Ｕ⁃ＳＩＬＣ）。 按欧洲统计局的定

义，儿童非正规照顾 ＝ （社会化）儿童非正规照顾 ＋ （市场化）儿童非正规照顾；
儿童正规照顾 ＝ （公共化）儿童正规照顾 ＋ （市场化）儿童正规照顾。 去家庭化

儿童照顾 ＝儿童正规照顾 ＋儿童非正规照顾。①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ａ）
本文讨论的核心是儿童非正规照顾，因此本文关注的儿童群体以 ０ ～ ２ 岁为

主，３ ～５ 岁为辅。 在欧洲各国，除了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

国家，大多数国家使用“非正规照顾”更多的都是 ０ ～２ 岁儿童（见后文图 ３）。 虽然

０ ～２ 岁儿童更依赖家庭化的父母照顾，但是在父母不得不工作以保障家庭的经济

安全、正规儿童照顾供给又不足的情况下，非正规照顾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而欧洲

各国 ３ ～５ 岁儿童正规照顾供给更为充分，非正规照顾的作用就相对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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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ＥＵ⁃ＳＩＬＣ 调查中，“儿童正规照顾”指的是：（１）学前教育或者同等教育，（２）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
（３）课外中心的儿童照顾，（４）由公共或私人机构组织 ／ 控制的日托中心的托儿服务；“儿童非正规照

顾”指的是：（１）专业保姆在儿童家或者保姆家提供的儿童照顾，（２）祖父母、其他的家庭成员（除了

父母之外）、其他亲属、朋友或者邻居提供的照顾。



三、欧洲儿童照顾的“去家庭化”和非正规照顾

欧洲各国的儿童照顾政策都是各国在各自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上

形成的，嵌入在各国福利体制之中。 而欧盟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推动形成的

“欧洲儿童照顾战略”极大地推动了其成员国的儿童照顾供给，使其可获得性和

可负担性都有了极大的改善（Ｔｏｒｅｌｌａ ＆ Ｍａｓｓｅｌｏｔ， ２０２０：５３ － ８２）。
但是，受经济危机等因素影响，２００２ 年制定的巴塞罗那目标（到 ２０１０ 年应该

实现的儿童正规照顾的比例）许多国家都迟迟未能实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３）。 欧洲各国的儿童照顾缺口无法依赖公共化儿童照顾填补，而且市场化的正规

儿童照顾也不足以弥补（ＥＩＧＥ，２０２０），只有依赖去家庭化的儿童非正规照顾来填补。

（一）欧洲儿童照顾的“去家庭化”和“家庭化”：儿童照顾的现状

１. 欧洲儿童照顾的“去家庭化”：儿童非正规照顾现状

父母对儿童正规照顾关注的是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对儿童非正规照顾则

关注可靠性和情感性。 不同的照顾模式组合构成了不同的 “照顾策略”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 Ｌｙｏｎｅｔｔｅ，２０１０）。 一般在需要照顾婴幼儿、解决学龄儿童的课后和

假期照顾以及遇到紧急情况时，父母会使用非正规照顾（Ｒｕｔｔｅｒ ＆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１１）。
如图 １ 所示，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０ ～ ２ 岁儿童和 ３ ～ ５ 岁儿童非正规照顾

使用率不存在明显差异（欧盟 ２７ 国均值分别为 ２５. ９％ 和 ２５. ０％ ）。 从分布来

看，北欧的丹麦、瑞典、芬兰使用率都是极低的，无限趋近于 ０；而瑞士、英国和南

欧的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等国家使用率最高。
很多国家 ３ ～ ５ 岁儿童非正规照顾使用率高于 ０ ～ ２ 岁儿童，后者由父母照

顾的比例较高是一个重要原因（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ｄ）。 虽然大多数国家 ３ ～ ５ 岁儿童

的正规照顾供给相对更多，但是也没有达到欧盟巴塞罗那目标（９０％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２０２１ｅ）。 因此，社会化和市场化的非正规照顾就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照顾供给。

总体上看，欧洲各国 ０ ～ ２ 岁和 ３ ～ ５ 岁儿童非正规照顾使用率不存在明显

差异，但使用非正规照顾的儿童人均每周使用时长存在明显差异（见图 ２）。 ２０２０
年，０ ～２ 岁儿童的每周使用平均时长为 １９. ５ 小时，３ ～５ 岁儿童为 １２. ９ 小时。

结合图 １ 和图 ２ 可以看到，欧洲各个国家的儿童非正规照顾的使用率和使

用时长都存在差异。 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新指标 ＡＥＩＣＨ（等价所有儿童人均

每周使用非正规照顾的时长），用以测量和比较各国特定年龄段所有儿童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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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英国和冰岛是 ２０１８ 年数据，瑞士、意大利是 ２０１９ 年数据，欧盟 ２７ 国平均值采用欧洲

统计局提供的 ２０１９ 年 ２７ 国平均数。
数据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ｂ。

图 １　 欧洲各国不同年龄段儿童非正规照顾使用率（２０２０ 年）

注：英国和冰岛是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意大利和欧盟 ２７ 国平均值是 ２０１９ 年数据。
数据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ｃ。
图 ２　 欧洲各国不同年龄段使用非正规照顾儿童人均每周使用时长（２０２０ 年）

用非正规照顾的情况下人均每周使用的时长。①

ＡＥＩＣＨ ＝ 所有儿童非正规照顾使用率 × 使用非正规照顾儿童人均每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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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指标的构成参考了 ＯＥＣＤ 的“等价全薪亲职假”（Ｆｕｌｌ⁃ｒａｔ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Ｌｅａｖｅ， ＦＲＥ）指标。 等价全

薪亲职假 ＝ 现有亲职假的长度 × 工资替代率水平，这样就能够换算成在 １００％ 工资替代率水平下亲

职假的长度（ＯＥＣＤ，２０２１ｂ）。



小时数

如图 ３ 所示，总体来看，无论是 ０ ～ ２ 岁儿童还是 ３ ～ ５ 岁儿童，ＡＥＩＣＨ 最少

的是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和冰岛等北欧国家以及德国，最多的是塞浦路斯、罗
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以及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

注：英国和冰岛各项数据均是 ２０１８ 年数据，意大利和欧盟 ２７ 国平均值各项数据均是

２０１９ 年数据，瑞士使用率数据是 ２０１９ 年数据。
数据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ｂ，２０２１ｃ。

图 ３　 欧洲各国不同年龄段儿童 ＡＥＩＣＨ（２０２０ 年）

德国作为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其政策更多地支持传统家庭模式，支持父

母照顾儿童，家庭是儿童照顾最重要供给主体（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８１ －
８３）。 而在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的北欧五国，“去家庭化”的儿童照

顾中“公共化”照顾占据主要位置，国家是儿童照顾最重要供给主体（Ｅｓｐｉｎｇ⁃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７８ － ８０）。 因此，这些国家的儿童非正规照顾都边缘化了。

２. 欧洲儿童照顾的“家庭化”：儿童父母照顾现状

欧洲各国 ０ ～ ２ 岁儿童去家庭化非正规照顾或者正规照顾比例较低，很大的

原因是家庭化的父母照顾比例较高，因为科学育儿的理论主张，这一段时间是孩

子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剥夺了母亲的陪伴和照顾，儿童身心发展会受到不利影

响（黄俐婷，２０１１）。 欧洲各国也给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提供了更多的亲职假等政

策支持，让他们可以享受父母的照顾（马春华，２０１９）。
图 ４ 证实了这个推断：０ ～ ２ 岁儿童父母照顾的比例较高；随着儿童年龄的

增加，父母照顾的比例在降低。 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国家提供了超长育儿假或

者津贴支持母亲在家照顾 ０ ～ ２ 岁的孩子（ＯＥＣＤ，２０２１ｂ），另一方面是因为 ０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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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的正规照顾供给相对较少。 即使在以高品质公立托育体系著称的瑞典，
０ ～ ２岁儿童由父母照顾的比例也将近一半。

从国家分布来看，０ ～ ２ 岁和 ３ ～ ５ 岁的儿童由父母照顾比例最高的都是德

国，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儿童非正规照顾中德国的 ＡＥＩＣＨ 值和瑞典、挪威

等北欧国家处于最少的那一组。 这和德国的福利体制主要是支持家庭发挥照顾

作用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８１ － ８３）。

注：意大利、丹麦和欧洲 ２７ 国平均值是 ２０１９ 年数据，冰岛和英国是 ２０１８ 年数据。
数据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２０２１ｄ。

图 ４　 欧洲各国不同年龄段儿童仅由父母照顾的比例（２０２０ 年）

除了德国之外，０ ～ ２ 岁儿童由父母照顾的比例中居于前列的基本是保加利

亚等东欧国家，这可能和这些国家在后社会主义时期育儿政策的“再家庭化”
（ｒ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有着密切关系（Ｇｌａｓｓ ＆ Ｆｏｄｏｒ， ２００７）。 这些国家正规儿童照顾

福利供给不足，只能更多依赖父母照顾和非正规儿童照顾。 父母照顾比例最低

的是那些正规儿童照顾福利供给“去家庭化”程度最高的北欧国家。 而葡萄牙

和荷兰父母照顾比例低则是因为儿童非正规和正规照顾供给比较充分。

（二）欧洲儿童照顾的“去家庭化”和“家庭化”：类型化分析

１. 欧洲儿童照顾“去家庭化”和“家庭化”测量指标

儿童照顾的“家庭化”，指的是父母承担儿童照顾责任的程度，本文用“仅由

父母照顾儿童比例”这个结果指标来测量，前文已述及；儿童照顾的“去家庭

化”，指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分担儿童照顾的程度，本文构建一个新的变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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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去家庭化”包括儿童非正规照顾和正规照顾。 本文在前面构建了 ＡＥＩＣＨ

来测量儿童非正规照顾，在这里构建另外一个类似的新指标 ＡＥＦＣＨ（等价所有

儿童人均每周使用正规照顾的时长），用以测量和比较各国特定年龄段所有儿

童都使用正规照顾的情况下人均每周使用的时长。
ＡＥＦＣＨ ＝ 所有儿童正规照顾使用率 × 使用正规照顾儿童人均每周使用小

时数

同时构建另外一个新指标 ＤＦＩ（去家庭化指标），用以测量和比较欧洲各国

特定年龄段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程度，即“等价所有儿童人均每周使用非正规

照顾和正规照顾的时长”，包含了国家、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儿童照顾的结果。
ＤＦＩ ＝ ＡＥＩＣＨ ＋ ＡＥＦＣＨ
２. 欧洲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程度

从图 ５ 和图 ６ 可以看出，０ ～ ２ 岁和 ３ ～ ５ 岁儿童照顾展现的欧洲各国去家庭

化差异模式是不一样的。

注：英国和冰岛各项数据均为 ２０１８ 年数据，意大利和欧盟 ２７ 国平均值各项数据均为

２０１９ 年数据，瑞士非正规照顾使用率和正规照顾使用率是 ２０１９ 年数据，奥地利正规照

顾使用时长是 ２０１９ 年数据。
数据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ｆ。

图 ５　 欧洲各国 ０ ～ ２ 岁所有儿童 ＤＦＩ（２０２０ 年）

如图 ５ 所示，对于 ０ ～ ２ 岁的儿童来说，去家庭化程度最高的主要是丹麦、冰
岛、挪威等北欧国家，葡萄牙、卢森堡夹杂在其中。 但是看各国的构成可以发现，
在丹麦等五个北欧国家，０ ～ ２ 岁儿童“去家庭化”福利供给中儿童正规照顾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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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位置（超过 ９０％ ）。 这些结果和埃斯平 － 安德森从北欧各国儿童照顾去

家庭化政策出发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９：７８ － ８１）：北欧各

国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儿童正规照顾贡献最多。
图 ５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许多研究根据去家庭化政策讨论各国去家庭化

程度时，总是排在第一位的瑞典（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７９；Ｌｏｈｍａｎｎ ＆ Ｚａｇｅｌ，
２０１５）排到了中间位置。 这一方面可能是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这个结果是根据 ０ ～ ２ 岁儿童照顾的结果变量进行排序的，而瑞典 ０ ～ ２ 岁儿

童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父母照顾的。 瑞典同时出台了支持儿童照顾“去家庭

化”公共托育政策和支持 “家庭化” 的育儿津贴、长时间高津贴的假期政策

（Ｄｕｖａｎｄｅｒ ＆ Ｌöｆｇｒｅｎ， ２０２１），让父母有更多自由选择育儿模式的空间。
０ ～ ２ 岁儿童照顾的“去家庭化”程度北欧三国相对接近，而其他福利体制国

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聚集。 虽然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在去家庭化程度上表现出

了明显差异（斯洛文尼亚排第 ６ 位，捷克排第 ３１ 位），但是这些国家非正规照顾

的贡献率都超过 ５０％ ，和北欧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图 ６ 中欧洲各国 ３ ～ ５ 岁的正规儿童照顾比例远高于 ０ ～ ２ 岁儿童，因此整

体的“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对较高。 即使在“去家庭化”程度最低的德国，所有儿

童享受的“去家庭化”儿童照顾每周也能达到 １４. ９９ 小时。 图 ６ 的欧洲各国“去

注：英国和冰岛各项数据均为 ２０１８ 年数据，意大利和欧盟 ２７ 国平均值各项数据都是

２０１９ 年数据，瑞士非正规照顾使用率和正规照顾使用率是 ２０１９ 年数据，奥地利正规照

顾使用时长是 ２０１９ 年数据。
数据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ｆ。

图 ６　 欧洲各国 ３ ～ ５ 岁所有儿童 Ｄ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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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化”差异模式和图 ５ 的明显不同，各国差异较小但是更为分散。
３. 欧洲儿童非正规照顾的类型

从各国儿童去家庭化照顾的非正规照顾贡献率（ＡＥＩＣＨ ／ ＤＦＩ）来看，欧盟 ２７
国的平均值 ０ ～ ２ 岁儿童为 ３４. ４５％ ，３ ～ ５ 岁儿童为 １１. １８％ ，０ ～ ２ 岁儿童的去

家庭化照顾中非正规照顾作用更大。 因此，为了讨论欧洲各国儿童照顾中非正

规照顾的作用，本文根据 ０ ～ ２ 岁儿童各国 ＡＥＩＣＨ ／ ＤＦＩ 的取值（见图 ５），把欧洲

国家划分为三类。
（１）“非正规照顾支配性”国家，指的是在去家庭化儿童照顾时长中非正规

照顾贡献率超过 ５０％ 的国家。 对于这些国家的儿童来说，非正规照顾极为重

要，甚至处于支配性位置。 主要包括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塞浦路斯、
波兰、保加利亚、英国和瑞士。

东欧各国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经历了社会转型和经济重建，福利供给走向了

再家庭化（Ｇｌａｓｓ ＆ Ｆｏｄｏｒ，２００７），国家退出了福利产品生产和社会保护（Ｂｒａｔｉｃ，
２００８； Ｃｅｒａｍｉ， ２００９）。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自己“创造”了一个独立于国家但是

履行国家福利生产职能的非正规福利制度，也就是所谓“非正规保障体制”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ｇｉｍｅ），非正规福利供给在许多国家福利供给中甚至占据支

配性地位（Ｗｏｏｄ ＆ Ｇｏｕｇｈ，２００６）。 个体家庭用非正规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和市场

提供的福利与实际福利需求之间的缺口。
罗马尼亚是典型的“非正规照顾支配性”国家，ＡＥＩＣＨ ／ ＤＦＩ 高达 ８６. ３６％ ，居

于欧洲各国的首位。 这个国家母亲全职就业的比例高达 ６３. ９％ ，儿童正规照顾

供给不足（ＡＥＦＣＨ 居于倒数第二位），市场化的正规照顾供给不足，也负担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求助于市场化的儿童非正规照顾，而正好也有很多女性愿意

提供相对廉价的照顾服务（Ｐｏｌｅｓ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埃斯平 －安德森认为英国部分属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部分属于社会

民主主义福利国家（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８５ － ８６）。 在儿童照顾领域，英国更

偏向于前者，政府处于缺位状态（Ｂａｒ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将近一半的家庭不得不求

助于非正规照顾（Ｒｕｔｔｅｒ ＆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１１）。 英国的 ＤＦＩ 低于欧盟 ２７ 国的平均值，
但其中非正规照顾的贡献率高达 ５４. ２２％ ，处于欧洲各国前列。 ２００６ 年英国出

台的《儿童保育法》要求社区在儿童照顾中发挥重要作用，祖父母也是英国儿童

非正规照顾的主要提供者（Ｒｕｔｔｅｒ ＆ Ｅｖａｎｓ，２０１１）。
（２）“非正规照顾辅助性”国家，指的是在“去家庭化”儿童照顾时长中非正

规照顾贡献率为 ２０％ ～５０％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儿童非正规照顾是父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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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和正规照顾的重要补充。 这些国家包括匈牙利、爱尔兰、马耳他、意大利、拉脱

维亚、克罗地亚、立陶宛、葡萄牙、奥地利、荷兰和斯洛文尼亚。
意大利属于南欧，其福利国家体制或被认为类似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９０），或被认为形成了独特的家族主义福利体制（Ｍｉｎａ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或被视为“家庭 ／ 亲属团结模式” （Ｎａｌｄｉｎｉ ＆ Ｊｕｒａｄｏ， ２０１２），其父

母照顾和亲属提供的非正规照顾对于儿童来说都极为重要 （ Ｒｅｈｅｒ， １９９８；
Ｆｅｒｒｅｒａ， １９９６），祖父母等亲属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提供非正规儿童照顾（Ｎａｌｄｉｎｉ
＆ Ｊｕｒａｄｏ， ２０１２）。 在意大利的女性就业率持续上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０. ４％ 上升

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５. ８％ ）的情况下（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２１），非正规照顾成为重要的辅

助模式。
奥地利和德国类似，也属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只是福利供给的“辅

助者”，母亲是主要的照顾者（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８２ － ８３）。 即使奥地利在

“二战” 后因为经济原因鼓励女性就业，也是让女性兼职进入劳动力市场

（Ｋａｎｇ，２０１８），０ ～ ２ 岁儿童还是以父母照顾为主（５９. 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ｄ），
远高于欧盟 ２７ 国的平均水平。 奥地利去家庭化儿童照顾比例远低于欧洲其他

国家（７. ２２ 小时），但 ＡＥＩＣＨ ／ ＤＦＩ 却达到了 ３１. ３０％ ，非正规照顾发挥了重要

的补充作用。
（３）“非正规照顾边缘性”国家，指的是在“去家庭化”儿童照顾时长中非正

规照顾贡献率低于 ２０％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相对于儿童正规照顾和父母照

顾，非正规照顾处于边缘位置。 这些国家包括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卢森

堡、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德国和爱沙尼亚。
北欧五国都属于这个模式，这些国家儿童照顾的去家庭化主要是通过公共

化儿童正规照顾实现的。 从 ２０ 世纪中叶开始，北欧各国就逐步通过立法确定了

给儿童提供照顾是国家的责任，儿童获得公共托育成为一种法定权利和社会权

利（Ｌｅｉｒａ， １９９４； Ｓｉｐｉｌä １９９７）。 这些国家的儿童照顾由国家提供，由父母来组织

安排（Ｂｒｙａ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给非正规照顾留下的空间极为有限。
法国和北欧五国类似，对于 ０ ～ ２ 岁的儿童来说，父母照顾占有相当比例

（３６. ２％ ），而在去家庭化的儿童照顾中正规照顾占有支配性位置（８５. ２８％ ）。
法国作为欧洲第一个经历生育率下降的国家（Ｋｉｎｇ，１９９８），从 ２０ 世纪初就逐步

出台了各项支持生育的政策（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１９９３），包括建成多样化和高品质的儿童

保育与学前教育的综合服务体系（ Ｓｃｈｒｅｙｅｒ ＆ Ｏｂｅｒｈｕｅｍｅｒ，２０１７），正规照顾充

足。 因此，非正规照顾只能在法国儿童照顾中居于边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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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欧洲各国儿童非正规照顾在整体儿童照顾中的位置

在欧洲各国，支持儿童照顾的家庭化和去家庭化政策塑造了“家庭主义 ／去
家庭主义”的儿童照顾国家理想类型。 下文通过家庭化和去家庭化儿童照顾结

果变量的交互作用，展示欧洲各国的儿童照顾安排在各个理想类型中的位置，儿
童非正规照顾在各国儿童照顾中的位置。 这个类型化分析是建立在已有的照顾

类型化分析基础上的（Ｌｏｈｍａｎｎ ＆ Ｚａｇｅｌ，２０１５；Ｌｅｉｔｎｅｒ，２００３）。
本文用 ０ ～ ２ 岁儿童“去家庭化”（ＡＥＩＣＨ、ＡＥＦＣＨ、ＤＦＩ）和“家庭化”的操作

指标（父母照顾的比例）构建了一个四域矩阵（见表 ２），其中划分“强”“弱”的标

准是四个指标的平均值。 而每一个大类中都按照非正规照顾进一步细分。

　 表 ２ “去家庭化”和“家庭化”儿童照顾类型化分析

去家庭化儿童照顾（非正规 ＋ 正规）

强 弱

“选择性家庭主义 ／ 去家庭主义”国家 “显性家庭主义”国家

家庭化
儿童照顾

强

弱

侧重非正规照顾：意大利、希腊
侧重非正规照顾：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波兰、爱尔兰、马耳他

正规、非正规照顾并重：拉脱维亚 侧重正规照顾：芬兰、西班牙

正规照顾、非正规照顾均不足：德国、奥
地利、爱沙尼亚、捷克、匈牙利、立陶宛、
斯洛伐克、克罗地亚

“去家庭主义”国家 “隐性家庭主义 ／ 去家庭主义”国家

侧重非正规照顾：塞浦路斯 侧重非正规照顾：瑞士、英国

侧重正规照顾：瑞典、挪威、丹麦、冰岛、比
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斯洛文尼亚

正规照顾、非正规照顾并重：葡萄牙

　 　 数据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ｆ。

（１）“隐性家庭主义 ／去家庭主义” （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ｓｍ ／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ｓｍ）国家

（Ｌｏｈｍａｎｎ ＆ Ｌｅｉｔｎｅｒ，２０１５）。 这些国家支持 ０ ～ ２ 岁儿童照顾家庭化和去家庭化

的政策都较少，儿童照顾家庭化和去家庭化都比较弱（处于平均值以下）。 这样

的国家包括英国和瑞士，它们的去家庭化儿童照顾更多是依赖儿童非正规照顾

（ＡＥＩＣＨ ／ ＤＦＩ ＞ ５０％ ），福利生产中市场和社会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２）“选择性家庭主义 ／去家庭主义” （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ｓｍ ／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ｓｍ）国

家（Ｌｏｈｍａｎｎ ＆ Ｚａｇｅｌ，２０１５）。 这些国家在 ０ ～ ２ 岁儿童照顾的家庭化或者去家

庭化方面都给予了支持，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照顾模式。 家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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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的选择，没有被迫照顾的义务。 这样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希腊和拉脱维亚。
在儿童去家庭化照顾中，意大利和希腊侧重非正规照顾，而拉脱维亚是非正规照

顾和正规照顾并重。 换句话说，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在这三个国家的儿童照顾

中，非正规照顾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３）“显性家庭主义”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ｆａｍｉｌｉｓｉｍ）国家（Ｌｅｉｔｎｅｒ，２００３）。 这些国家相

对更支持 ０ ～ ２ 岁儿童的家庭化照顾。 实际上其 ０ ～ ２ 岁儿童也更多地依赖父母

照顾。 如果从去家庭化的儿童非正规照顾角度看，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侧重正

规照顾的芬兰和西班牙，一类是侧重非正规照顾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爱
尔兰和马耳他，还有一类非正规照顾和正规照顾都不足，包括德国、奥地利，以及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克罗地亚等东欧国家。
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东欧各国，但是因为儿童非正规照顾作用分成了两类：

罗马尼亚等三个国家即使 ０ ～ ２ 岁儿童以家庭化照顾为主，但同时非正规照顾也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芬兰是北欧各国中唯一更依赖家庭化儿童照顾的国家，而
德国是典型的“显性家庭主义”国家：０ ～ ２ 岁儿童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照顾差异最

为明显，前者居于欧洲首位，后者居于末位。
（４）“去家庭主义”（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ｓｍ）的国家（Ｌｅｉｔｎｅｒ，２００３）。 这些国家相对更

支持 ０ ～ ２ 岁儿童的去家庭化照顾。 实际上其 ０ ～ ２ 岁儿童也更依赖去家庭化照

顾。 从非正规照顾的角度看，这些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侧重非正规照顾的塞浦

路斯，一类是非正规照顾和正规照顾并重的葡萄牙，还有一类是侧重正规照顾的

瑞典、挪威、丹麦、冰岛、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和斯洛文尼亚。
在儿童照顾主要依赖去家庭化照顾的国家中，除了塞浦路斯，大多数都（仅）

依赖正规照顾，非正规照顾不足以使去家庭化照顾成为儿童照顾的主要模式。 除

了芬兰以外的北欧四国都属于这个类别。 这个国家类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丹麦，
其 ０ ～２ 岁儿童去家庭化照顾程度远超欧洲其他国家。 ２０２０ 年，为了给 ０ ～ ２ 岁儿

童提供更多照顾供给，丹麦 ２０２０ 年对 ０ ～２ 岁儿童正规照顾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
ＤＦＩ 从 ２２. ３７ 小时（２０１９ 年）激增到 ４７. ２５ 小时（２０２０ 年）（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ｄ，２０２１ｅ）。
使得丹麦成为非常典型的 ０ ～２ 岁儿童照顾“去家庭主义”国家。

５. 欧洲儿童非正规照顾和父母劳动力的“商品化”
如前文所述，父母劳动力的“商品化 ／去商品化”性质对儿童照顾的“家庭

化 ／去家庭化”安排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从表 ３ 的结果可以看出，欧洲各国父

母劳动力的商品化性质对于儿童非正规照顾安排的影响是有限的。 男性就业率

甚至和包括非正规照顾在内的儿童照顾模式没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可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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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男性就业率不等于父亲的就业率。 女性就业率只和非正规照顾在统计上显著

相关，其中原因可能还需进一步探讨。

　 表 ３ 欧洲各国儿童非正规照顾和父母劳动力商品化

ＡＥＩＣＨ
（非正规照顾）

０ ～ ２ 岁 ３ ～ ５ 岁

ＡＥＦＣＨ
（正规照顾）

０ ～ ２ 岁 ３ ～ ５ 岁

父母照顾

０ ～ ２ 岁 ３ ～ ５ 岁

母亲就业率（最小的孩子 ０ ～２ 岁 ／ ３ ～５ 岁） ０. ０８８ － ０. ５７５∗∗　 ０. ５９４∗∗ ０. ２９５ － ０. ５９２∗∗ － ０. ０７８

母亲全职就业率（至少有一个孩子 ０ ～１４ 岁） － ０. ０９３ － ０. １０１ ０. ２８８ ０. ５１５∗∗ ０. ０２２ － ０. １２４

母亲兼职就业率（至少有一个孩子 ０ ～１４ 岁） － ０. １０７ － ０. １９１ ０. ２４６ － ０. ３３０ － ０. ４２７ － ０. ０６２

女性就业率（２０２０ 年） － ０. ４４３∗ － ０. ４５４∗ ０. ３１２ ０. ０２３ － ０. １４８ ０. １３３

男性就业率（２０２０ 年） － ０. ２２５ － ０. ０９１ － ０. １２３ － ０. ３２７ － ０. ０８４ ０. ２２３

　 　 注：（１）此处用斯皮尔曼测量相关度。∗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２）“就业”指“在指定时间内为谋求收
入或者利润至少工作一小时以上或者暂时缺勤”，测量父母劳动力商品化程度。 （３）父母年龄为１５ ～
６４ 岁。
数据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ｇ；ＯＥＣＤ，２０２１ｂ；ＥＩＧＥ，２０２０。

０ ～ ２ 岁儿童“去家庭化”的非正规照顾和母亲就业率不相关，一方面可能因为

这一阶段有相当比例的母亲劳动力处于“去商品化”状态，国家通过亲职假保障其

兼顾育儿和获取收入；另一方面，如果母亲因为就业而不能照顾幼儿，那么正规照

顾也是首选。 有 ０ ～２ 岁儿童的家庭选择非正规照顾，可能更多是出于安全性和情

感性因素的考量。 而 ３ ～５ 岁儿童的母亲多已休完亲职假，返回劳动力市场，母亲

劳动力重新“商品化”。 此外，母亲就业率越高的国家提供的工作—家庭平衡支持

政策可能越多，３ ～５ 岁儿童正规照顾供给越充足，对于非正规照顾需求也就越低。

四、影响因素分析和方法探析

受到女性主义研究的影响，福利国家跨国比较研究中对儿童照顾的关注越

来越多，因为这是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等福利生产主体责任分担的重要切入

点（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９，２００９），也是讨论女性和福利国家关系的重要维度

（Ｆｒａｓｅｒ，１９９４），更是讨论各国持续低迷的生育率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Ｆｒａｓｅｒ，
２０１６）。 但是这些研究都更为关注去家庭化的正规儿童照顾，除了其重要性之

外，也因为它较为直观，更好测量。
随着儿童照顾供需的失衡，欧洲福利国家的照顾赤字迅速增加（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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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不同国家和家庭采取了不同的照顾应对策略，形成了不同的儿童照顾国

家的理想类型。 其中，相对于正规照顾来说，家庭自主选择的儿童非正规照顾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儿童非正规照顾的可能影响因素

１. 福利体制的影响

去家庭化和去商品化是埃斯平 －安德森福利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 在讨论

去家庭化和儿童非正规照顾欧洲各国之异同的时候，本文曾多次讨论他定义的

福利体制类别的影响。 比如，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北欧三国的 ０ ～ ２ 岁儿童

照顾去家庭化程度是最高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德国 ０ ～ ２ 岁儿童照顾表现出

极高的家庭化程度，而具有明显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特征的英国 ０ ～ ２ 岁儿童照顾

更侧重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儿童非正规照顾。
但埃斯平 －安德森划分的福利国家的三个世界在讨论儿童照顾类型化时解

释力有限：在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北欧国家中，四个国家均属于照顾

“去家庭主义”国家，只有芬兰单独成为“显性家庭主义”国家；保守主义福利国

家最为分散，法国和比利时属于“去家庭主义”国家，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是照

顾“显性家庭主义”国家，意大利属于“选择性家庭主义 ／去家庭主义”国家；自由

主义福利国家只有属于“隐性家庭主义 ／去家庭主义”的英国（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１９９９：８５ － ８６）。

其原因可能在于：（１）埃斯平 －安德森理论中的福利生产主体是家庭、国家

和市场，而本文在讨论儿童照顾时侧重非正规照顾，把社会作为新的福利生产主

体纳入其中，重点是探讨社会和市场提供的儿童非正规照顾在各国儿童照顾安

排中的位置和作用；（２）埃斯平 －安德森在讨论“去家庭化”和家庭主义的时候，
包含了制度变量和结果变量，不仅考虑了儿童照顾，还考虑了老人照顾和现金福

利（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９：６１），而本文只考察了 ０ ～ ２ 岁儿童照顾这个结果

变量。
２. 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

除了父母劳动力的商品化，其他影响父母照顾和正规照顾的政策可能会间

接影响儿童非正规照顾（Ｂｒｙ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而照顾的性别化特征（Ｄａｌｙ ＆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００）则决定了现有的性别秩序，可能会影响包括儿童非正规照顾在内的

儿童照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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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去家庭化”儿童非正规照顾的相关因素

０ ～ ２ 岁儿童 ３ ～ ５ 岁儿童

“去家庭化”儿童正规照顾（ＡＥＦＣＨ） － ０. ３３２　 － ０. ３３９　
“家庭化”父母照顾（由父母照顾的比例） － ０. ０７９ ０. ３７８∗

幼儿教育和照顾人均公共支出ａ － ０. ６２７∗∗ － ０. ７３０∗∗

普惠性现金福利ｂ － ０. ５５６∗∗ － ０. ３９６∗∗

普惠性实物福利ｂ － ０. ７３６∗∗ － ０. ６２１∗∗

母亲的全薪亲职假ｃ － ０. １８９ ０. ０１０
父亲的全薪亲职假ｃ － ０. ４７６∗∗ － ０. ５４７∗∗

欧洲的性别平等指数（ＧＥＩ） ｅ － ０. ５１１∗∗ － ０. ７１２∗∗

　 　 注：（１）用斯皮尔曼系数测量相关度。∗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２） ａ. 欧洲各国的正规公共日托服务和
学前教育。ｂ. 根据欧洲统计局的规定，现金福利包括分娩时收入维持津贴、出生津贴、育儿假津贴、家
庭或儿童津贴以及其他津贴。 实物福利则包括儿童日托、住宿、家庭帮助，以及其他种类的实物福利
（比如在假日或者休闲中心为少年儿童提供的服务等）（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１９）。ｃ. 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建构
的性别平等指数（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ＧＥＩ）以男性和女性在六个核心领域的差异为基础：工作、金
钱、知识、时间、权力和健康（ＥＩＧＥ，２０２０）。
数据来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２０２１ｆ；ＯＥＣＤ，２０２１ｂ；ＥＩＧＥ，２０２０。

从不同儿童照顾模式相互作用来说，只有 ３ ～ ５ 岁的儿童非正规照顾和“家
庭化”父母照顾正相关，这说明这个年龄段非正规照顾主要起补充作用。 在父

母照顾不足时，更多是正规照顾起替代作用。 而无论哪个年龄段，儿童非正规照

顾和正规照顾之间都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说明欧洲各国在正规照顾不足

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非正规照顾，但是后者又还不足以代替前者。
无论是支持家庭化还是去家庭化的儿童照顾政策，和儿童非正规照顾都是统

计上的负相关，特别是人均公共支出和普惠性实物福利。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给予

公共化儿童正规照顾和父母照顾更多的支持，家庭采用非正规照顾的比例会显著

减少。 普惠性现金福利与家庭采用非正规照顾的相关性相对更低，可能是因为现金

使用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儿童照顾；而实物福利相关性更高，是因为本身就包含着公共

化的儿童托育服务等。
全薪亲职假对于儿童照顾家庭化或去家庭化影响不确定，儿童非正规照顾

和性别平等有关的指标都有着中度甚至强负相关，其性别化的特征得到一定程

度的验证。 ＧＥＩ 的相关系数超过 ０. ５，而父亲的全薪亲职假也在 ０. ５ 左右。 也就

是说，如果家庭内更为平等，父亲更多参与育儿，那么儿童非正规照顾使用率就

更低。 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北欧国家和最低的南欧国家非正规照顾使用情况就

明显证明了这一点。

（二）儿童照顾“去家庭化”和非正规照顾的研究方法探析

虽然现在欧洲各国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儿童早期教育和照顾” （ＥＣＥ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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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很多国家针对幼儿的“照顾”和“教育”政策曾经是分开发展的，它们对于

儿童的理解不同，相关的治理体系和政策也不同（ＯＥＣＤ，２０１７）。 针对 ０ ～ ２ 岁

儿童强调“照顾”，在很多国家都是属于社会事务 ／劳动部门管辖，主要是给工作

父母提供的福利；针对 ３ ～ ５ 岁儿童强调“教育”，属于教育部门管辖，关注的是

人力资本投资（ＯＥＣＤ，２００６）。
不同年龄段儿童背后的不同政策逻辑表现在儿童照顾的结果变量上，就是

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程度和去家庭化照顾中的非正规照顾贡献率在 ０ ～ ２ 岁儿童

和 ３ ～ ５ 岁儿童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比如，相对于 ０ ～ ２ 岁的儿童，３ ～ ５ 岁的

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程度变动最大的丹麦下降了 ２９ 位。 ３ ～ ５ 岁儿童“去家庭化”
照顾中的“非正规照顾贡献率”变动最大的冰岛提升了 ２５ 位。

由此可见，在讨论欧洲各国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程度，或者去家庭化儿童照顾

中儿童非正规照顾的贡献率时，其结果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讨论的是哪个年

龄段的数据，哪个年度的数据，结果数据还是制度（政策）数据？ 如果是综合不

同年龄组的数据测量指标，如何综合？ 如果综合考察不同年份，如何选择年份？
哪种测量方法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程度和儿童非正规

照顾的状况？ 这些可能都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和探索。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由于数据限制，儿童照顾只能区

分正规照顾和非正规照顾，无法在正规照顾中进一步细分国家和市场的照顾供

给、在非正规照顾中细分市场和社会的照顾供给，因此尚未完全厘清在儿童照顾

中特定主体的具体作用。 其次，本文构建的儿童照顾国家理想类型没能更加深

入地讨论这种类型化的原因，明确非正规照顾在其中的作用以及类型内和类型

间的差异性。 要解决这些问题，尚需有关国家更加细致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挑

选具体的个案进行更加细致的剖析，以求了解各个国家儿童照顾安排背后的机

制和中国可资借鉴之处。

五、欧洲儿童照顾安排对于中国的启发

和欧洲各国类似，中国现在也面临着明显的儿童照顾赤字（马春华，２０２０）。
多年来一直低迷的生育率、女性就业率的持续下滑，都和这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

系（马春华等，２０１１）。 随着中国逐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三孩”政策，对于儿

童照顾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照顾的供需不平衡将会进一步加剧。 如何弥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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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的缺口，是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国家在“十四五”规

划中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增加（公共化的和市场化的）儿童正规照顾的供给。

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０ ～ ２ 岁的儿童中有 ２. ３１％ 的儿童获得了正规照顾，其中

０. ５１％是公共化儿童正规照顾，１. ８１％ 是市场化儿童正规照顾；３ ～ ５ 岁的儿童

中，９０. ２１％儿童享受了正规照顾，其中 ３８. ８８％是公共化儿童正规照顾，５１. ３３％
是市场化儿童正规照顾（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０）。 有关父母照顾和非正规照顾，官
方没有给出相关的数据（周鹏，２０１９）。 但是经验研究表明，由于代际之间关系

密切，祖父母作为照顾者的儿童非正规照顾一直存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

模流动，已使隔代抚养成为常态（段成荣等，２０１３）。 近些年有些地区还出现了

社区层面的儿童非正规照顾（施芸卿，２０２２）和市场化的儿童非正规照顾。
欧洲儿童照顾国家理想类型说明去家庭化的儿童非正规照顾是填补儿童照

顾缺口的重要来源，是恢复照顾供需平衡的重要工具。 社会作为儿童照顾的供

给主体不可忽视。 中国现在的儿童正规照顾体系正在建设中，０ ～ ２ 岁儿童公共

化的正规照顾供给不足，而父母照顾因为其劳动力“商品化”又不可及，市场化

的儿童照顾难以负担或不可及。 在这种情况下，由祖父母、亲属或者市场提供的

儿童非正规照顾就成为现实的选择，而且它一不需要经济成本或者价格低廉，二
可以满足照顾的情感劳动需求，三可以满足非典型工作时间父母对于儿童照顾

的需求，四可以和父母照顾、正规照顾相互补充，满足父母对于儿童照顾不同层

面的需求。
而且，对于祖父母等非正规照顾者来说，儿童非正规照顾并不仅仅是一项利

他的活动。 实际上，很多时候儿童非正规照顾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 对于父母

来说，这是低价和灵活的儿童照顾模式；对于照顾者来说，也提供了他们和幼儿

建立密切情感联系的机会（Ｒｕｔｔｅｒ ＆ Ｅｖａｎｓ，２０１２：１１３），特别是对于祖父母来说，
这也是他们和子女建立亲密关系的实践机会（钟晓慧、何式凝，２０１４）。

但这种照顾模式的价值常常被低估。 政府在出台正规儿童照顾政策或评估

每个地方的照顾需求时，常常会忽视非正规照顾。 国家应该把儿童非正规照顾

和儿童正规照顾一样看成去家庭化儿童照顾的重要组成部分，认可儿童非正规

照顾的价值，出台相关政策加以支持。 同时，要大力发展儿童正规照顾的供给，
现在的儿童正规照顾供给远远无法满足儿童照顾需求。 而且儿童非正规照顾也

有自己的短板，除了品质不可控以外，也更加不稳定。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最理

想的是能够结合正规照顾和非正规照顾，各自发挥优势，彼此补充以期产生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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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简而言之，为了使儿童非正规照顾成为减少照顾赤字和支持生育的有效政

策工具，本文建议，国家要意识到儿童非正规照顾的重要性，认可儿童非正规照

顾的价值。 同时，应扩大儿童正规照顾的供给，通过父职假等政策推动父亲参与

育儿，让不同照顾模式发挥有效的互补作用。 对于祖父母等非正规照顾者，应考

虑提供照顾者津贴实施的可能性，这是对于他们照顾劳动的认可，也是他们劳动

力商品化的一种手段，有利于鼓励他们提供非正规儿童照顾。 在社区层面，亦可

帮助父母发展互惠的社区育儿支持网络。 对于那些非正规照顾者，可提供相关

的儿童照顾的课程和培训，提高非正规儿童照顾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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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３）．

Ｇｌａｓｓ， Ｃｈｒｉｓｔｙ ＆ Ｅｖａ Ｆｏｄｏｒ ２００７， “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８９.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４（３） ．

Ｇｈｙｓｅｌｓ， Ｊｏｒｉｓ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ｂ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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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１ ／ ０８.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 Ｒ. １９９５， “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ｌｄ⁃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ａｒｍ⁃Ｍｏｄｅｒｎ Ｉｄｅａｌｓ ｏｆ Ｃａｒ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

Ｋａｎｇ， Ｊｉ Ｙｏｕｎｇ ２０１８， “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０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２８（２） ．

Ｋｉｎｇ， Ｌｅｓｌｉｅ １９９８， “Ｆｒａｎｃｅ Ｎｅｅｄ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Ｐｒｏｎａｔａｌｉｓ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Ｅｑｕｉｔｙ.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３９（１） ．

Ｋｒöｇｅｒ， Ｔ. ２０１１，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１（７ ／ ８） ．

Ｌｅｉｔｎｅｒ， Ｓ. ２００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５（４）．

Ｌｅｒｉａ， Ａｒｎｌａｕｇ １９９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ｉｎｇ： Ｌｏｖｉｎｇ，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ｉｎｇ.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８（２）．

——— ２００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ｗｉｓ， Ｊ. 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Ｂｒｅａｄｗｉｎｎ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８（２） ．

Ｌｉｓｔｅｒ， Ｒ. １９９４， “‘Ｓｈｅ Ｈａｓ Ｏｔｈｅｒ Ｄｕｔｉｅｓ’： Ｗｏｍｅ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ｎ Ｓ. Ｂａｌｄｗｉｎ ＆ Ｊ.

Ｆａｌｋｉｎｇｈａｍ （ｅｄ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ｖｅｒｉｄ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

Ｌｏｈｍａｎｎ， Ｈｅｎｎｉｎｇ ＆ Ｈａｎｎａｈ Ｚａｇｅｌ ２０１５， “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Ｅ. ＆ Ｃ. Ｇｌｅｎｄｉ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４， “ Ｐａ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ａｒ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Ｌ. Ｈａｎｔｒａｉｓ ＆ Ｓ. Ｍａｎｇｅｎ （ ｅｄｓ. ），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ｓｈｉｒ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Ｌｏｕｇｈｂｏｒｏｕ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ｉｌｌｓ， Ｍ. ， Ｐ. Ｐｒäｇ， Ｆ. Ｔｓａｎｇ， Ｋ. Ｂｅｇａｌｌ， Ｊ. Ｄｅｒｂｙｓｈｉｒｅ， Ｌ. Ｋｏｈｌｅ ＆ Ｓ. Ｈｏｏｒｅｎｓ ２０１４，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 ”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Ｍｉｎａ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ｓ， Ｄａｖｉｄ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Ｅｆｉ Ａｎｔｏｎｉｏｕ ＆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ＭｃＭｕｌｌａｎ ２０１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ｉｌｌａｒ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４（２）．

Ｍｏｓｓ， Ｐ. ＆ Ｆ. Ｄｅｖｅｎ （ｅｄｓ. ） ２０００，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Ｌｅａ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ｒ Ｐｉｔｆａｌｌ.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ＮＩＤＩ ／ ＣＢＧ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Ｎａｌｄｉｎｉ， Ｍａｎｕｅｌａ ＆ Ｔｅｒｅｓａ Ｊｕｒａｄｏ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ｉｎ Ｉｔａｌｙ. ”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ｏｎ “１０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ＳＰＡｎｅ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ｒｅａｍ

１２， Ｔｒａ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６ － ８.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６，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Ｉ：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２０１７，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２０１７：Ｋｅｙ ＯＥＣ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２０２１ａ， “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ＯＥＣ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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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ｓ （ｈｔｔｐ： ／ ／ ｏｅ. ｃｄ ／ ｆｓｓ２０２１ － ｂｒｉｅｆ － ｃｏｖｉｄ） ．

——— ２０２１ｂ，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ｓｏｃｉａｌ ／ ｆａｍｉｌｙ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ｍ）．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Ｓｕｓａｎ １９９３，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ｕｂｌｉｃ. ” Ｉｎ

Ｓｅｔｈ Ｋｏｖｅｎ ＆ Ｓｏｎｙａ Ｍｉｃｈｅｌ （ｅｄｓ. ），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ｏｆ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ｏｌｅｓｅ， Ａｂｅｌ， Ｊｅｒｅｍｙ Ｍｏｒｒｉｓ， Ｂｏｒｂáｌａ Ｋｏｖáｃｓ ＆ Ｉｄａ Ｈａｒｂｏｅ ２０１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ＵＳＳＲ： Ｗｈｅ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Ｆｉｔｓ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２（２） ．

Ｒｅｈｅｒ， Ｄ. Ｓ. １９９８，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４（２）．

Ｒｏｓｅ， Ｒ. １９８６，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ａｌｓ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Ｍｉｘ. ” Ｉｎ Ｒ. Ｒｏｓｅ

＆ Ｒ. Ｓｈｉｒａｔｏｒｉ，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ｕｔｔｅｒ， Ｊ. ＆ Ｂ.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１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ｒ Ｃｈａｎｃｅ？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ａｙｃａｒｅ

Ｔｒｕｓｔ.

Ｓａｒａｃｅｎｏ， Ｃ. ＆ Ｗ. Ｋｅｃｋ ２０１０， “‘ Ｃａｎ Ｗ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１２（５）．

Ｓｃｈｒｅｙｅｒ， Ｉ. ＆ Ｐ. Ｏｂｅｒｈｕｅｍｅｒ ２０１７， “Ｆｒａｎｃｅ⁃Ｋｅ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Ｄａｔａ. ” Ｉｎ Ｐ. Ｏｂｅｒｈｕｅｍｅｒ ＆ Ｉ. Ｓｃｈｒｅｙｅｒ（ｅｄｓ. ），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ｅｅｐｒｏ. ｅｕ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ｓ. ｈｔｍ）．

Ｓｉｐｉｌä， Ｊ. １９９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Ｉｎ Ｊ. Ｓｉｐｉｌä （ｅｄ.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ｌｄｅｓｈｏｔ：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Ｔｏｒｅｌｌａ， Ｅｕｇｅｎｉａ Ｃａｒａｃｃｉｏｌｏ ｄｉ ＆ Ａｎｎｉｃｋ Ｍａｓｓｅｌｏｔ ２０２０， Ｃａｒ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ｈｏ Ｃａｒｅｓ？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ｏｏｄ， Ｇ. Ｄ. ＆ Ｉ. Ｇｏｕｇｈ ２００６，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４ （１０）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２１，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ｈｏｍｅ. ａｓｐｘ） ．

Ｚａｇｅｌ， Ｈａｎｎａｈ ＆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Ｌｏｈｍａｎｎ ２０２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ｋｅｔ⁃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Ｖｉｅｗ ｏｎ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５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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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ｇａｍ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ａｍ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ｎ）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ｔｗｏ ｋｅ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ｇｏｃ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ｈａｎ Ｙｏｎｇ　 ４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ｗ ｃｙｂｅｒｃｒｉｍ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ｇ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ｍｅｒ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ｇｏｏｄ ｌａｗ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ａ Ｃｈｕｎｈｕａ　 ６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 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ｄ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ｉｎ ３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ＥＵ⁃ＳＩＬＣ ｄａｔａ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

７２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ｃａｒｅ 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Ｚ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ｈｕｉ ＆ Ｐｅｎｇ Ｍｉｎｇｇａｎｇ　 ９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ａｇｅ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ｃ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Ｂｙ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ｒ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ｔ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ｆ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ｇｉ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ｃ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ｓ ｗｏｒｓ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ｈｅｌｐ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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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ｓ ａ “ 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

ｆｏｌｄ” ｔｈａｔ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ｆｏｒｅｓｅｅ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ｔｓ ａ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ｇｒｏｕｐ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ｗｉｔｈ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ｃｏｏ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ｇｕａｎｘｉ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ｔｈｅ “ ｇｕａｎｘｉ ｔｈｅａｔｒｅ” . 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ｘｉ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ｅｌｐｓ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ｇ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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